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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经济不确定性构成环境新常态的当下,创新协作超越了传统合作范畴,成为组织构建动态能力、获取

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性战略。 既有研究较为广泛地关注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及创新效

应,但鲜有针对OFDI 与国内创新协作关系的考察。 本文选取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专利数据,

基于技术邻近度概念量化OFDI 溢出,从知识溢出视角探究OFDI 赋能国内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

制。 研究结果表明,OFDI 知识溢出促进了企业创新协作,知识多元化效应和人力资本增进效应是OFDI 促进企业

间创新协作的两条主要途径。 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间创新协作动机多指向核心技术攻关或产品功能改进,而非

外观设计型创新协作;OFDI 知识溢出提升了创新协作强度和深度,并促使企业间形成持久的创新合作关系;供应

商依存度负向影响OFDI 企业对创新协作的作用效果。 本文的研究对利用“外循环”赋能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及创新韧性提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创新协作　 知识溢出　 知识多元化　 人力资本增进

　 　 中图分类号:F275. 6;F124.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5-0082-16

　 　 一、问题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的广度日益加大、速度

加快、精度明显提高,企业创新面临着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技术不确定性与研发风险,故步自封式的创新模式

已然不可取,寻求研发协作关系成为开放式创新中企业获取、整合多元外部知识并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渠

道[1-2] 。 创新协作是指多方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等)联合开展研发活动的组织形式,
以缩短研发周期、规避创新风险、分担研发投入、共享研发利益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国持续积极推动开

放式创新,促进创新资源聚集。 由图 1 可见,国内企业合作专利申请数量占比从 2007 年 11. 92%上升至

2021 年的 19. 91%,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图 2 显示,发明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联合申请数逐年稳步上升,企
业间联合研发的活跃程度不断提高。 图 1、图 2 数据均源自上海经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

平台(CNRDS)上市企业“创新专利研究”子库。 创新协作已成为企业破解创新与发展困境的基本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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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知识溢出表现为“一个企业能够无偿从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获益的现象”
 [3] ,这一现象产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知识资产的非竞争性与有限排他性特征。 实践中,知识溢出主要通过地理区位接近性、技术

领域相似性、产业链纵向关联性、市场范围重叠性等方式,实现知识传播与扩散[4-6] 。 开放条件下,贸易和外

商直接投资(FDI)是知识外溢的重要来源[7-8] ,其中,对外直接投资(OFDI)引致的逆向知识溢出被视为后发

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跃迁的关键途径,通过吸收消化前沿技术、模仿改进并最终反哺自身创新,从而完成技术

追赶进程[9-11] 。 OFDI 企业能够接触到东道国多元化技术生态与制度环境,在技术水平、市场经验和组织管

理等方面积累了海量知识要素,这些知识包含较高的异质性特征,与母国企业知识需求存在明显的技术势

差与协同互补关系,且OFDI 企业在国内生产网络的嵌入促使与母国企业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与互动[12] ,在
知识外溢过程中,势必会对企业间创新协作意愿产生影响。 尽管已有文献广泛关注到 OFDI 技术溢出的积

极效应,却鲜有研究识别 OFDI 与企业间创新协作动机,更未有从细致量化 OFDI 知识溢出角度探究企业间

创新协作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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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2021 年企业合作专利申请数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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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21 年合作专利申请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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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如何驱动国内创新协作,并从知识溢出视角重新审视OFDI 与创新协作

的内在关联,尝试揭示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机制途径,为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借助“走

出去”实现创新韧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四点。 第一,将知识溢出作为探究

OFDI 创新效应的崭新研究视角。 关于企业OFDI 对母国企业的积极溢出与经济效应学术界已达成一致共

识,但鲜有文献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内在关联。 本文从知识溢出视角,聚焦于企业

OFDI 知识溢出对国内创新协作的影响效应,阐释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走出去”的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

间创新协作的作用效果,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 第二,为探究中国企业

OFDI 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影响提供了系统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测度OFDI 知识溢出程度基础上,从拓宽知

识多元化和人力资本增进两方面,深入阐述并系统验证OFDI 知识溢出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的传递路径及作

用效果,揭示了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创新协作的逻辑链条,为企业走出去助推企业创新韧性提升提供了

可能的路径支持。 第三,在知识溢出量化上,参考贾菲(Jaffe) [4]和叶静怡等
 [13]的测算方法,将技术邻近度概

念引入知识溢出的测算中,利用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CIRD),基于详细的专利数据,测度样本企业受益

于OFDI 企业的知识溢出程度,弥补了现有研究从间接指标替代度量知识溢出的不足,为研究提供更加精确

的指标与数据支撑。 第四,研究具有丰富的扩展性证据。 后续分析中深入考虑创新协作类型、创新协作强

度与深度、协作持续性及供应链结构的影响,是对OFDI 逆向溢出与创新协作关系研究的有益拓展。

　 　 二、文献综述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前沿技术交叉融合,技术结构日益复杂,创新活动的投入成本与不确定性倍

增,推动企业由封闭、单向的创新模式向更加开放、协作的创新模式转变,合作创新成为一种趋势。 成本

最小化理论认为,当企业自主研发成本较高时,会选择外部协作渠道获取创新资源,内部研发与外部协作

呈现出替代关系[14] ,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研发协作的动因是立足自身优势资源搜寻与其相匹配的

外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内部研发与外部协作存在着互补关系。 因此,企业间沟通与协调成本是企业参

与合作创新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成本随着团队规模、地理分散性以及团队构成差异而增加[15] 。 周开国

等利用中国企业样本的研究指出,融资约束和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会抑制企业协同研发,且融资约束与产

品市场竞争的叠加使这一负面效应更加明显[16] 。 创新与产业集聚政策[17-18] 、地方政策不确定性[19] 、市
场整合与可达性[20-21] 亦是企业跨组织、跨行业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 数字化浪潮下,创新网络的规模持

续扩大、异质性持续强化,在赋予企业更深厚资源和创新动力的同时,促使企业间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合作

关系。 福曼和范泽布勒克( Forman
 

&
 

van
 

Zeebroeck)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降低了外部交易成本,有助于多

元发明主体、地理位置分散的团队进行协作研发[22] 。 王巍和姜智鑫利用“两化”融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作用效果,指出数字化转型通过压缩时空距离、促使流程再造

等方式引致异地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相互合作[23] 。
在开放经济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于资源利用与市场拓展,还可以带来明显的外部

性与逆向技术溢出。 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通过嵌入东道国创新网络,引致技术扩散效应、模仿跟随效

应、示范学习效应、人才流动效应等,促进了母国的研发创新能力[9-10,24-25] 。 更为重要的是,OFDI 是企业获

取创新资源、提升创新链协同性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其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为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外部

技术获取与市场化效率增进提供动力源泉[26] 。 布兰施泰特(Branstetter)利用日本企业投资于美国的事实数

据,发现对外投资带来了明显的知识溢出流[9] 。 谢家智和张馨月将知识溢出分解为技术知识溢出与管理知

识溢出,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对创新链协同度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外商直

接投资[26] 。 刘娟等系统比较与评估了 OFDI 知识溢出与非 OFDI 知识溢出对国内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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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均对国内企业创新质量产生了明显的提升作用,但 OFDI 企业实用新型专利知识溢

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发明专利知识溢出的创新激励效应则逊于非OFDI 企业[27] 。
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亦存在不足。 其一,尽管已有较多研究探讨了开放条件下的知识

溢出及其创新效果,但鲜有从微观层面识别OFDI 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更未有对于企业间创新协作的论证。
OFDI 企业获取的国外知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能够拓宽知识种类与知识存量,促使企业动态能力的提

升,这势必会强化企业间的关联与合作概率。 其二,鉴于国内外知识获取、利用间存在协同、挤占或互补等

多元复杂关系
 [27] ,深入解析OFDI 知识溢出的异质性效果,对于明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两种创新资源对中

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韧性提升尤为重要且必要。 其三,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讨论OFDI 知识溢出,微
观层面多利用间接指标予以替代,因此,如何准确量化OFDI 知识溢出程度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 叶静怡等运用微观企业数据,利用技术邻近度测度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知识溢出[13] ,弥补了间接

指标替代度量知识溢出的不足,为本文在企业层面刻画OFDI 知识溢出提供了有益参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直接效应

由于企业独立研发可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开放式创新成为推动企业创新能力与韧性提升的必然

路径,尤其当内部研发投入较大时,独立研发和外部研发将由相互替代转向相互协同[28-29] 。 创新协作是企

业外部研发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降低研发成本、分散研发风险,并产生协同效应、实现规模经济[16] 。 可利

用的外部研发资源丰富度与质量直接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合作创新以及合作创新的规模与深度,知识多元化

程度越高,协作创新的学习潜力越大。 OFDI 知识溢出作为经济主体间因知识存量差异而引发的技术、知识

流动转移过程,扩充了研发创新部门知识存量,增进了知识多样性,是企业间研发能力转移的窗口途径。 蒋

兵等指出合作双方的能力相似度是企业间研发能力转移的基础条件[29] 。 人力资本是企业能力的直观体现

之一,企业高素质员工、高科技人才具备较深的专业知识,能够发掘更多的合作创新机会、提升合作创新效

率。 OFDI 知识溢出发挥着高效的研发人员培养机制[30] ,有助于提高母国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占比[31] ,会产

生合作创新的“催化剂”效应,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具有促进作用。

　 　 (二)OFDI 知识溢出影响企业间创新协作的作用机制

1. 知识多元化效应

随着创新迭代加速,知识领域多样性、复杂性呈现迅猛上升趋势,仅凭自身内部的知识积累已难以满足创

新目标的需求,企业愈发倾向于建立研发合作关系以实现资源有效整合与成本风险共担[16,32] 。 知识基础观认

为,多元化知识要素更有利于实现知识重组与创造性突破[33] 。 知识和技术势差是导致知识在创新主体间流动

的关键因素,不同组织间在知识存量、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天然形成了知识流动的“梯度”和驱动力。
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包括在海外投资设厂、与境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合资企业等,可以接触更多优质知

识资源、先进生产要素和管理经验,形成高度异质性的知识池,进而成为向母国企业输送知识资源的主要源泉,
并在跨越地理、跨组织边界的知识技术扩散过程中,拓宽了受益企业知识来源与知识多样性。 一方面,企业

OFDI 促进技术、信息、人才、地域来源多样性,企业可以接触到更广范围的制度环境、文化体系、市场结构、客户

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知识差异化、互补性程度更高,这种高度差异化且复杂化的知识组合,对母国受益企业的知

识吸收与转化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母国企业在吸收转化过程中的“能力缺口”或“吸收能力不足”,成为激发企

业间研发合作的催化剂,催生企业寻求外部协作的强烈动机。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能够以海外研发中心、技术

人员外派等方式嵌入不同国家创新系统,识别、获取、吸收、转化并应用全球创新网络中最具有价值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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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 90%的隐性知识,进而为母国企业带来隐性知识的交流转移,拓宽知识多样性。 此外,伴随着受益企业吸

收、转化及知识再创造,促使知识库的建立和衍生更新,对知识多样性需求更强烈,进而形成OFDI 企业、受益企

业间紧密的知识供给与需求关系,知识多元化效应得以进一步强化,企业间创新协作深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OFDI 知识溢出产生知识多元化效应,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
2. 人力资本增进效应

企业间研发协作源于两大生产要素,即知识资源和可将知识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的人力资本。 母国生

产要素变动是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传导机制,而就业结构变化则是深入剖析这一传导路径的关键切入

点。 从竞争效应来看,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推动了企业对研发人员及拥有不可替代

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高学历员工的雇佣比例上升[34] 。 从溢出角度来看,OFDI 知识溢出发挥

明显的示范效应与人力资本效应。 企业OFDI 知识溢出带来先进技术和知识要素的传播与扩散,受益企业通

过研发要素吸纳、转化及创造,实现技术更新迭代,并通过人员技能培训机制[30] ,产生人力资本增进效应。
既有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亚洲新兴经济体投资,通过影响海外公司决策获取专有技术的溢出效应,使母国

高素质员工受益更多[35] 。 拉菲纳尔和穆胡德(Laffineur
 

&
 

Mouhoud)研究指出,流向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提高

了母公司管理人员占比,对蓝领员工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则明显提升了技术工人比

重[31] 。 这些拥有高学历背景、具备较高技能水平的员工成为企业提升与强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亦是促

成企业间协作创新的主导力量。 其一,在认知维度上,高素质人才、管理者能精准识别不同企业的知识缺口

与互补性优势,降低跨企业协作中的认知摩擦与沟通成本,不仅提升了知识传递的效率,更为企业间协作创

造了条件。 其二,在关系网络维度上,高素质人才因其专业声誉和业缘关系而天然嵌入广泛的社会网络之

中,构成了企业间知识流动的隐形通道,成为企业间合作的“关系枢纽”,并且,这种长期沉淀的信任与默契

亦能够促使跨组织创新协作的响应速度和执行效率的提升。 可见,人力资本增进效应进一步促进企业间创

新协作的深层原因在于:高素质员工通过认知维度的机会识别、关系维度的网络嵌入等方式,系统性助力于

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形成与深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OFDI 知识溢出发挥人力资本增进效应,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①,数据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在数据整理阶段,剔除了总资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小于或等于 0 等明显

异常的企业样本,剔除 ST、*ST 类企业。 企业 OFDI 详细数据获取自 CSMAR“海外直接投资”子库,并剔除避

税地国家(地区)样本;企业专利数据源自上海经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中

国创新专利研究”子数据库,与叶静怡等[13]一致,保留在考察期间至少拥有一件发明专利的企业。 最终数据

包含 34
 

369 个企业-年份层面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系统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影响,本文分别从创新协作决策与创新

协作规模两个维度展开。 考虑到企业创新协作决策的二值变量属性,构造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验证,而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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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年份为 2007—2021 年,研究期间较长,样本量充足,足以捕捉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稳定特征,对于旨在揭示一般性规律的研究

而言,只要所选区间具有代表性且不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结论本身是具有外推性的,是稳健且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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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协作规模非负且呈现零值堆积的分布特征,构造 Tobit 模型予以分析,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ro(codummy = 1)mit = α0 + α1OFDI_spillmit +X′mt  δ + γ t + φ i + λ c + εmit (1)

ln(cooper + 1)mit =
β 0 +β 1OFDI_spillmit +X′mt  δ + γ t + φ i + λ c + εmit,y∗ > 0

0,y∗ = 0{ (2)

其中,下标 m、i、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 codummy 表示 t 年 m 企业的创新协作决策;cooper 为 t 年
m 企业的创新协作规模。 OFDI_spillmit 代表 t 年 i 行业 m 企业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外溢,α1、

 

β1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反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协作的影响程度,若 α1、
 

β1 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OFDI 产生的知识溢出能够明显提升企业间创新协作决策与创新协作规模。 X′为控制变量向量,包
含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创新协作的个体层面因素。 为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以及行业层面固有特征对企

业创新协作的影响,加入年份 γt、行业 φi、城市 λc 层面固定效应。 εmit 为随机误差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为检验 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影响机制,设定模型如下:
Mmit =ζ 0 +ζ 1OFDI_spillmit +X′mt  δ +γ t +φ i +λ c +εmit (3)

其中,Mmit 代表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标识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创新协作①,用创新协作决策(codummy)与创新协作规模(cooper)衡量。 当企业 m
在 t 年开展联合研发,创新协作决策(codummy)取 1,否则为 0。 创新协作规模(cooper)为考察期内企业 m 联

合申请专利总数(取自然对数),包括联合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三类专利数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OFDI 知识溢出。 如何科学测度知识溢出水平一直是学界面临的一个技术性难题,贾菲

(Jaffe) [4]从技术邻近度视角量化知识溢出程度,被后续研究广泛借鉴。 技术相似度指数 γmj 表示企业 m 和

企业 j 的技术邻近度,该指标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数值愈高,反映双方在技术空间的距离愈接近。 测算

公式如式(4)所示:
 

γmj =FmF′j /
　 FmF′m

　 F jF′j = ∑
123

k = 1
fmk f jk /

　

∑ 123

k = 1
f 2
mk

　

∑ 123

k = 1
f 2
jk ,

 

m ≠ j (4)
 

式(4)中,Fm 和 F j 分别为企业 m 和企业 j 在技术空间上的分布向量,Fm = ( fm,1,fm,2,fm,3 …fm,123 ) 1×123,
k 为国际专利分类(IPC)号三位码的数目,本文研究期间内共计 123 类。② fm k 为企业 m 在考察期内第 k 类

(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在该企业两类专利申请总量中所占份额。
在此基础上,借鉴叶静怡等[13]的研究测度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当年产生的知识溢出,如式(5)所示:

OFDI_spillmit = ∑ j≠m,j∈ofdi
γmjR jt (5)

其中,OFDI_spillm i t 表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第 t 年对行业 i 内(目标)企业 m 的知识溢出,也即

OFDI 企业的知识溢出,γmj 为企业 m 和OFDI 企业 j 的技术相似指数,R jt 为OFDI 企业 j 在第 t 年的研发投入。
本文利用 R 软件整理数据,并分别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据构建分布向量 F,测度OFDI 企业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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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项由 A 企业和 B 企业共同申请的专利,同时计入 A 企业的创新协作数量和 B 企业的创新协作数量,这并非重复计算,因为这项涉

及 2 个企业的合作专利,会在 2 个不同企业的观测值中各出现一次,真实反映出 A 企业与 B 企业、B 企业与 A 企业各自参与了创新协作这

一事实。
国际专利分类体系采用“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结构,例如 A43B

 

13
 

/ 26 是一个完整的分类号,第一个字母代表部,共有 A—H 八

个部,第二、三位数字代表大类,第四位字母代表小类,小类后面为大组,大组与小组之间用“ / ”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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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知识溢出,即发明专利知识溢出(OFDI_invent)与实用新型专利知识溢出(OFDI_utility)。
3. 机制变量

本文机制变量包括知识多元化(diver)与人力资本水平( labor)。 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在大组层面测度企

业专利知识多元化,具体如式(6)所示:

divermt = 1 - ∑ Zmlt

Zmt
( )

2

(6)

其中,Zmlt 为 m 企业 t 年在 l 大组下发明或实用新型申请专利的累计数目,Zmt 为 m 企业 t 年全部大组下

两类专利申请的累计数目。 divermt 的值越大,表示企业专利涉及的知识领域越广泛,多元化程度越高。
在人力资本的量化上,本文通过整理上市企业员工学历数据,将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界定为高

技能水平员工,在此基础上,将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企业总员工人数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一系列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具体如下:企业年龄( lnfirmage),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立年份作差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lnemp),为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资产负债率(lnliab),为总负债额与总

资产额比值的自然对数值;资本密集度( lnkl),用总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取自然对数测度;董事规模

(lnboard),为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政府补贴( subsidy),为企业政府补助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codummy 3436
 

9 0. 373
 

8 0. 483
 

8　 0　 　 　 1　 　 　

cooper 34
 

369 15. 522
 

2 180. 506
 

2 0. 000
 

0 9
 

509. 000
 

0

解释变量 OFDI_invent 34
 

369
 

4. 99×109
 

7. 09×109 27
 

083. 880
 

0 4. 63
 

×1010

OFDI_utility 34
 

369 5. 75×109 6. 48×109 4. 11×106 4. 04×1010

机制变量 diver 30
 

228 0. 795
 

1 0. 258
 

4 0. 000
 

0 0. 995
 

8

labor 33
 

356 0. 424
 

8 0. 246
 

8 0. 036
 

1 0. 987
 

9

控制变量 firmage 34
 

369 23. 423
 

0 5. 363
 

8 6 64

emp 34
 

369 5
 

173. 327
 

0 10
 

243. 831
 

0 142. 000
 

0 73
 

709. 000
 

0

liab 34
 

369 0. 426
 

5 0. 207
 

0 0. 007
 

1 0. 997
 

6

kl 34
 

369 3. 49×106 6. 93×106 2. 21×105 6. 85×107

board 34
 

369 8. 634
 

0 1. 775
 

9 0 21

subsidy 34
 

369 0. 013
 

6 0. 018
 

9 0. 000
 

0 0. 115
 

7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分别从创新协作决策(codummy)与创新协作规模(cooper)两个层面考察 OFDI 知识溢出对国内企业间

创新协作的影响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列(1)和列(2)为OFDI 企业发明专利知识溢出的回归结果。
OFDI_inven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OFDI 促进了企业间创新协作决策与创新协作规模;列(3)和列(4)为
OFDI 企业实用新型专利知识溢出的回归结果,OFDI_utility 的回归系数亦显著为正,假设 1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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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FDI_invent 0. 171
 

7∗∗∗ 0. 306
 

6∗∗∗

(0. 023
 

6) (0. 049
 

3)

OFDI_utility 0. 232
 

0∗∗∗ 0. 417
 

5∗∗∗

(0. 028
 

8) (0. 065
 

1)

firmage 0. 134
 

9∗∗ 0. 201
 

4 0. 128
 

1∗∗ 0. 193
 

7

(0. 063
 

9) (0. 132
 

3) (0. 063
 

8) (0. 132
 

6)

lnemp 0. 478
 

3∗∗∗ 1. 070
 

7∗∗∗ 0. 474
 

8∗∗∗ 1. 065
 

7∗∗∗

(0. 015
 

9) (0. 031
 

5) (0. 015
 

8) (0. 031
 

9)

lnliab -0. 229
 

0∗∗ -0. 743
 

6∗∗∗ -0. 282
 

3∗∗ -0. 839
 

1∗∗∗

(0. 112
 

1) (0. 222
 

9) (0. 112
 

5) (0. 223
 

9)

lnkl 0. 357
 

4∗∗∗ 0. 803
 

1∗∗∗ 0. 362
 

6∗∗∗ 0. 812
 

7∗∗∗

(0. 021
 

8) (0. 044
 

0) (0. 021
 

7) (0. 043
 

7)

board 0. 308
 

6∗∗∗ 0. 494
 

8∗∗∗ 0. 288
 

0∗∗∗ 0. 461
 

1∗∗∗

(0. 075
 

8) (0. 149
 

5) (0. 075
 

5) (0. 149
 

4)

subsidy 3. 346
 

2∗∗∗ 6. 717
 

7∗∗∗ 3. 488
 

3∗∗∗ 6. 986
 

6∗∗∗

(0. 685
 

6) (1. 353
 

1) (0. 691
 

9) (1. 364
 

6)

常数项 -13. 853
 

8∗∗∗ -28. 726
 

7∗∗∗ -15. 196
 

0∗∗∗ -31. 218
 

5∗∗∗

(0. 668
 

3) (1. 352
 

7) (0. 767
 

2) (1. 613
 

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3
 

965 34
 

369 33
 

965 34
 

369

伪 R2 0. 199
 

7　 　 0. 200
 

2　 　 0. 149
 

8　 　 0. 150
 

1　 　

　 　 注:
 

列(1)、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决策,列(2)、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规模。∗∗∗ 、∗∗ 、∗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

性水平,小括号内为异方差聚类(企业层面)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将地区-行业层面知识溢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回归。 倘若企业所处的地区-行业内 OFDI 知识溢出较为活跃,该企业接触到国际前沿技术外溢的概率和便

利性也会更高,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单个企业的创新行为,通常无法反向决定整个地区-行业层

面的平均水平,符合排他性条件。 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 法回归结果参见表 3。 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IV_invent 和 IV_

 

utility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满足工具变量与 OFDI 知识溢出的相关性要求;
二阶段回归结果中,OFDI 知识溢出预测值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OFDI 知识溢

出亦促进了企业间创新协作决策与规模,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此外,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结果

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 在此,继续借鉴董松柯等[36] 基于异方差

的工具变量构建方法,以 OFDI 知识溢出与按地区和行业分类的知识溢出均值差额的三次方作为 OFDI 知识

溢出的工具变量。 结果表明,在经过内生性调整后,OFDI 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克服潜

在逆向因果问题后,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具有稳健的促进效应①。

98

① 限于篇幅,异方差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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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OFDI_invent OFDI_
 

utility

第二阶段

codummy cooper

(1) (2) (3) (4)

IV_invent 0. 988
 

7∗∗∗

(0. 004
 

3)
IV_utility 0. 981

 

9∗∗∗

(0. 005
 

0)
OFDI_invent 0. 179

 

4∗∗∗ 0. 312
 

1∗∗∗

(0. 017
 

8) (0. 056
 

4)
OFDI_utility 0. 214

 

0∗∗∗ 0. 395
 

7∗∗∗

(0. 023
 

5) (0. 078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01. 51 82. 57
[0. 000] [0. 000]

观测值 33
 

965 33
 

965 33
 

965 33
 

965 34
 

369 34
 

369

　 　 注:中括号内为 P 值。

　 　 (三)稳健性检验

1. OFDI 知识溢出的再度量

其一,“中国创新专利研究”子库亦公布了企业专利授权量,本文继续采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量重新测算OFDI 企业知识溢出作为替代性度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4 列(1)—列(4)的回归结果显

示,OFDI 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更换OFDI 知识溢出的测度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
其二,地理距离是企业知识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地理邻近性( geographic

 

proximity)对知识扩散具有促

进作用。 鉴于此,参考庞瑞芝等[5] 、刘娟等[27] ,进一步构造企业所处城市地理距离倒数矩阵(w ij)作为权重,
 

重新测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程度。 具体如下:

W × OFDI_spillmit =ωmj × ∑ j≠m,j∈ofdi
γmjR jt (7)

表 4 列(5)—列(8)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地理距离因素后,OFDI 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

正,OFDI 知识溢出促进了企业间创新协作。

表 4　 OFDI 知识溢出再度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OFDI_invent 0. 159
 

6∗∗∗ 0. 288
 

8∗∗∗ 0. 201
 

6∗∗∗ 0. 391
 

8∗∗∗

(0. 021
 

9) (0. 046
 

1) (0. 024
 

1) (0. 051
 

0)

OFDI_utility 0. 243
 

1∗∗∗ 0. 443
 

7∗∗∗ 0. 252
 

2∗∗∗ 0. 468
 

9∗∗∗

(0. 032
 

6) (0. 072
 

4) (0. 028
 

1) (0. 063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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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137 30
 

033 29
 

579 30
 

543 33
 

965 34
 

369 33
 

965 34
 

369

伪 R2 0. 192
 

0　 　 0. 197
 

1　 　 0. 146
 

9　 　 0. 150
 

5　 　 0. 200
 

6　 　 0. 201
 

4　 　 0. 150
 

6　 　 0. 150
 

8　 　

　 　 注:列(1)、列(3)、列(5)、列(7)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决策,列(2)、列(4)、列(6)、列(8)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规模。
 

2. 创新协作的再度量

在专利体系下,专利申请与专利授权是两个过程,部分专利申请可能因不满足新颖性、创造性等要求最

终未获授权。 考虑到潜在的“专利泡沫”因素,本文利用联合专利授权数重新量化创新协作,以验证结论的

稳健性。
3.

 

更换估计方法

针对创新协作样本占比偏低,可能构成稀疏事件的情形,为规避 Probit 模型潜在的稀有事件估计偏误,
继续采用 Cloglog 模型修正偏差。 考虑到企业协作创新规模的零截尾特征,利用负二项回归(NB)与泊松伪

极大似然估计(PPML)方法进行验证,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论是可靠的①。

　 　 (四)机制检验

1. 知识多元化机制

OFDI 知识溢出促使异质性、互补性知识扩散与传播,并通过嵌入国际创新网络,获取、转移隐性知识,带
来显著的知识多元化效应,激发企业间创新协作动机,扩大创新协作规模。 表 5 列(1)和列(2)为知识多元

化机制检验回归结果,识别了 OFDI 知识溢出作用于企业间创新协作的知识多元化路径,OFDI_ invent 与
OFDI_utilit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OFDI 知识溢出促进了企业知识多元化,进而有助于企业间创新协作。

2. 人力资本机制

当合作主体间存在显著的知识势差,而参与方缺乏必要的技能、相关知识储备以及专业人才,将直接

制约联合研发决策与成效。 OFDI 知识溢出能够有效推动企业间创新协作,这一效应的实现正是得益于

知识溢出过程中对受益企业人力资本、人员素质的提升作用。 表 5 列(3)和列(4)为人力资本机制检验

回归结果,OFDI_invent 与 OFDI_utilit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OFDI 知识溢出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的

提升。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知识多元化 人力资本

(1) (2) (3) (4)

OFDI_invent 0. 029
 

6∗∗∗ 0. 038
 

4∗∗∗

(0. 004
 

0) (0. 0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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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创新协作的再度量与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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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知识多元化 人力资本

(1) (2) (3) (4)

OFDI_utility 0. 062
 

9∗∗∗ 0. 007
 

8∗

(0. 004
 

6) (0. 004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
 

228 30
 

228 33
 

353 33
 

353

R2 0. 222
 

4　 　 0. 230
 

5　 　 0. 516
 

5　 　 0. 508
 

3　 　

　 　 六、进一步研究

　 　 (一)区分创新协作类型

本文进一步区分创新协作的专利类型,将企业间联合申请的专利按照上述类别细分,构建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创新协作指标,以考察OFDI 知识溢出对创新协作的差异化影响①。 结果显

示,无论是体现技术突破的发明专利,还是涉及产品构造改进的实用新型专利,OFDI 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表明 OFDI
 

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企业间这两类专利的创新协作。 但表 6 结果显示,外观设计专利类

创新协作的回归系数不稳健,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未促使企业在外观设计领域参与

创新协作。

表 6　 外观设计专利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FDI_invent 0. 114
 

4∗∗∗ 0. 202
 

4∗

(0. 037
 

8) (0. 103
 

7)

OFDI_utility 0. 005
 

7 -0. 122
 

8

(0. 045
 

8) (0. 135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8
 

565 34
 

369 28
 

565 34
 

369

伪 R2 0. 210
 

2　 　 0. 191
 

9　 　 0. 208
 

7　 　 0. 191
 

5　 　

　 　 注:列(1)和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决策,列(2)和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协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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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创新协作类型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具体结果省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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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新协作强度与深度

创新协作强度( intens)指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积极程度与投入力度,借鉴现有研究,使用企业联合申请

专利数占企业申请专利总数的比例衡量创新协作强度,占比越大,企业间创新协作强度越大。 创新协作深

度(depth)指企业对创新协作企业的依赖程度,深度越大表明合作企业间的互动愈加紧密,更能够建立并保

持相对稳定的关系。 本文借鉴杜传忠和薛宇择[37]的做法,使用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剩余有效期加总的自然

对数衡量创新协作深度,有效期之和越大,创新协作越具有深度。 结果见表 7,其中列(1)和列(2)为创新协

作强度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为创新协作深度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OFDI 知识溢出

对企业的创新协作强度和深度均有促进作用。

　 　 (三)短期行为或长期效应

前文验证了OFDI 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但这种知识溢出带来的是短期合作行为还是长期

合作效应,仍未得以解答。 鉴于此,本文通过比较创新协作前后时期变化来评估创新协作关系的持久性。
具体测度如下:

 

persismit = (coopermit +coopermit-1) / (coopermit-1 +coopermit-2) - 1
 

(8)
式(8)通过比较当前和前两个时期的创新协作规模来衡量合作创新的持续性。 列(5)和列(6)的回归

系数均为正显著,表明OFDI 知识溢出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间长期合作,形成较为持久的创新协作关系。

表 7　 创新协作强度与深度、持久性回归结果

变量
intense depth persis

(1) (2) (3) (4) (5) (6)

OFDI_invent 0. 029
 

2∗∗∗ 0. 580
 

9∗∗∗ 0. 047
 

7∗∗

(0. 009
 

3) (0. 086
 

9) (0. 021
 

5)

OFDI_utility 0. 026
 

2∗∗ 0. 833
 

2∗∗∗ 0. 062
 

9∗∗

(0. 011
 

9) (0. 108
 

8) (0. 028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922 29
 

922 34
 

154 34
 

154 12
 

293 12
 

293

伪 R2 0. 157
 

3　 　 0. 153
 

2　 　 0. 121
 

3　 　 0. 121
 

8　 　 0. 026
 

4　 　 0. 026
 

4　 　

　 　 (四)供应链结构的非对称效应

为考察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作用效果是否受供应链结构特征的影响,分别从供应商集中

度与客户集中度两方面,继续利用交互项检验进行拓展性分析。 具体地,采用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

比测度供应商集中度,采用企业前五大客户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比测度客户集中度,并与核心解释变量构建

交互项( Interac)进行回归分析。 表 8 的回归结果显示,OFDI 知识溢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OFDI 知

识溢出确实能够激励企业间创新协作。 列(1)和列(4)为考虑供应商依存度的影响效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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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为负,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对OFDI 知识溢出的创新协作效应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效果,这一结果证实

了较强的供应商依赖度可能会产生价值(利益)侵占效应[38] ,加剧OFDI 企业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对创新协作

的抑制作用。 列(5)和列(6)中,客户集中度交互项检验情境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在列(7)和

列(8)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客户依存度尚未能起到促进 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效果的作

用,客户依存度不具有需求拉动下的积极影响效应。 可见,在供应链结构中,上游(供应商)集中度与下游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协作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效应。

表 8　 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回归结果

变量

供应商集中度 客户集中度

codummy coope codummy cooper

(1) (2) (3) (4) (5) (6) (7) (8)

OFDI_invent 0. 317
 

7∗∗∗ 0. 752
 

5∗∗∗ 0. 252
 

5∗∗∗ 0. 587
 

5∗∗∗

(0. 030
 

9) (0. 072
 

2) (0. 027
 

3) (0. 066
 

4)

OFDI_utility 0. 452
 

8∗∗∗ 1. 043
 

4∗∗∗ 0. 414
 

2∗∗∗ 0. 981
 

0∗∗∗

(0. 038
 

8) (0. 095
 

8) (0. 034
 

0) (0. 088
 

6)

Interac -0. 085
 

9∗ -0. 187
 

5∗∗∗ -0. 242
 

1∗∗ -0. 463
 

3∗∗∗ 0. 071
 

5∗ 0. 002
 

0 0. 224
 

4∗∗ 0. 017
 

1

(0. 051
 

6) (0. 058
 

1) (0. 121
 

2) (0. 141
 

2) (0. 041
 

6) (0. 044
 

1) (0. 099
 

1) (0. 102
 

8)

Concen 0. 588
 

3 2. 938
 

4∗∗ 2. 144
 

9 7. 299
 

0∗∗ -2. 345
 

8∗∗ -0. 835
 

9 -6. 845
 

1∗∗∗ -2. 309
 

5

(1. 136
 

9) (1. 293
 

2) (2. 672
 

8) (3. 157
 

0) (0. 913
 

3) (0. 976
 

6) (2. 178
 

0) (2. 286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
 

528 26
 

528 26
 

916 26
 

916 31
 

789 31
 

789 32
 

205 32
 

205

伪 R2 0. 128
 

4　 　 0. 130
 

2　 　 0. 088
 

0　 　 0. 088
 

7　 　 0. 119
 

7　 　 0. 123
 

9　 　 0. 083
 

8　 　 0. 086
 

2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07—2021 年上市企业研发与专利数据,测度了OFDI 企业的知识溢出程度,并系统检验了

OFDI 知识溢出对企业间创新协作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OFDI 企业知识溢出能够提升企

业间创新协作决策概率与规模,表明企业OFDI 是企业创新突破与合作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 机制检验发

现,OFDI 知识溢出主要通过知识多元化效应和人力资本增进效应双重路径促进企业间创新协作。 进一步拓

展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间创新协作动机多指向核心技术攻关或产品功能改进,而非外观设计型创新协作;

OFDI 知识溢出明显提升了企业间创新协作强度和创新协作深度,并有助于企业间创新协作的持久性;基于

供应链结构的非对称效应检验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弱化了OFDI 企业知识溢出对创新协作的正向效应,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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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集中度的检验结果不具有统计稳健性,表明在供应链结构中,上游(供应商)集中度与下游(客户)集中度

对企业创新协作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强化OFDI 知识溢出的积极效应。 应继续深入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与监管

体系,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助力形成高质量“外循环”,提升OFDI 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

核心技术优势和地位,进而集成组合各类型生产要素,培育OFDI 企业技术优势;鼓励与支持OFDI 企业投资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全球创新高地的深度合作,拓宽海外技术信息、管理经验与行业标准的分享渠道,

降低跨国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释放OFDI 逆向技术溢出潜力。

第二,搭建研发合作交流平台,夯实知识转化与创新协作的中间载体。 应当加大力度搭建跨主体、跨领

域的研发交流平台,鼓励企业投资多元化技术领域,雇佣跨领域技术人才,缓解知识窄化问题;同时加强国

家级、区域性知识网络平台建设,促进内外部知识的高效整合与流动。 地方政府可结合本地产业特色与创

新需求,加大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通过人才补贴、住房优惠、科研经费支持等激励

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为企业创新协作与创新能力培育提供坚实人力资本支撑。

第三,搭建供应链协同创新生态,畅通上下游研发传导链条。 从政策引导等方面完善企业供应链结构,

通过鼓励供应商多元化、培育核心供应商能力等方面,减缓供应链依赖对创新协作的负面锁定效应,鼓励产

业链龙头企业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对接、数据共享等方式赋能下游企业,激发协作创新动机。 通过强化客户

需求导向等方式,鼓励下游龙头企业向供应链前端开放试验场景、用户数据及应用场景,支持上下游企业间

开展联合研发,进而促进形成上下游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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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uncertainty
 

constitutes
 

the
 

new
 

normal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has
 

emerged
 

as
 

a
 

foundational
 

strategy
 

for
 

organizations
 

to
 

cultivat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ecur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OFDI)
 

firms
 

serve
 

as
 

a
 

strategic
 

channel
 

for
 

acquiring
 

frontier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and
 

act
 

as
 

a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the
 

leap
 

i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indigenous
 

firm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remains
 

underexplored.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OFDI
 

fosters
 

inter-fir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olds
 

theoret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nhancement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resilience
 

in
 

an
 

open
 

economy.
Using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firms
 

and
 

patent
 

record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1,
 

this
 

paper
 

quantifies
 

OFDI
 

spillover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and
 

investigates
 

their
 

impact
 

on
 

domestic
 

inter-firm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from
 

a
 

knowledge
 

spillover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OFDI
 

knowledge
 

spillovers
 

promote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mong
 

firm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issues
 

and
 

perform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tests
 

identify
 

knowledge
 

diversifi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as
 

two
 

primary
 

pathways.
 

Extended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is
 

often
 

geared
 

towards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or
 

product
 

functionality
 

improvements,
 

rather
 

than
 

design-
oriented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OFDI
 

knowledge
 

spillovers
 

enhance
 

the
 

intensity
 

and
 

depth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endur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ms.
 

Supplier
 

concentration
 

weak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OFDI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hereas
 

the
 

results
 

for
 

customer
 

concentration
 

are
 

not
 

statistically
 

robust,
 

indicating
 

an
 

asymmetric
 

effect
 

of
 

upstream
 

(supplier)
 

and
 

downstream
 

(customer)
 

concentr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offer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everaging
 

external
 

circulation
 

to
 

empower
 

China ’ s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enhance
 

innovation
 

resilience.
 

First,
 

policymakers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tward
 

investment
 

to
 

foster
 

high-quality
 

external
 

circulation.
 

Second,
 

efforts
 

should
 

be
 

intensified
 

to
 

establish
 

R&D
 

exchange
 

platforms,
 

encourage
 

firms
 

to
 

invest
 

in
 

diverse
 

technological
 

fields,
 

and
 

attract
 

high-level
 

overseas
 

talent,
 

thereby
 

providing
 

essential
 

support
 

for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Third,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cultivating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to
 

facilitate
 

the
 

adop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policy
 

guidance
 

should
 

aim
 

to
 

optimize
 

supply
 

chain
 

structure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upply
 

chain
 

dependence
 

o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Key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knowledge
 

spillover;
 

knowledge
 

diversification;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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